
“我的大学”

——回忆我在关东学院大学的岁月

葛涛

在此借用高尔基的一个题目，将自己的留学心得、见闻整理出来，与诸君共享。

一 校园三景

“金泽八景”位于日本神奈川县首府横滨市的金泽区，我的母校关东学院大学（Kanto

Gakuin University）即坐落于此。我从 1992年 4月起进入该校经济学部第一部经济学科学习，

在此度过了 4年的光阴。

金泽区地处横滨市东南端，东临大海，南与横须贺港及横须贺美军基地相邻。海滩景色

优美，是著名的游览胜地，其中有一个名为“八景岛”的景区，更是风光旖旎。当地人推而

广之，约定俗成地将“八景岛”及周边地区称为“金泽八景”。关东学院大学的三处校区都

在横滨市内，彼此相距不远，其中最大和最主要的即“金泽八景”校区，校园内有代表学校

特色的三大景观。

我每次去学校时，总是先从横滨西口乘坐暗红色车身的“京滨急行”快车，约 30分钟

到达“金泽八景”站，出站后再步行 15分钟左右方能到学校。学校大门前蜿蜒着一条景观

河道，通向大海，河水很洁净。平时河里泊满了私家游艇，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河面泛着

粼粼微波，白色的游艇分外耀眼，成为关东学院的第一景。在我就读的那几年里，这幅画面

曾被选用为学校宣传画册的封面。

进入大门，第二景随即映入眼帘，那就是关东学院大学的标志——正面嵌有十字架的蓝

灰色尖顶教堂。作为日本为数不多的教会大学，关东学院大学的前身可以追溯到 1884年美

国基督教浸礼教派传教协会在横滨山手创立的横滨浸礼派神学校。二次大战后的 1949年，

这座几经沧桑的基督教神学校改组、升格为私立关东学院大学。起初校方颇有将其建成日本

浸礼教派高等教育重镇的雄心，所以有意识地在教学中设置了一些神学科目。可是这种一厢

情愿的办学理念背离了战后崇尚务实与世俗化的社会风潮，结果好景不长，校方从 60年代

以后不得不一再压缩神学教学，并最终于 1970年取消了所有的神学课程。

虽然神学从讲坛上消失了，但教会依然在校园生活中保有一席之地，教堂便是主要的活

动舞台。驻堂牧师不顾参加者寥寥，坚持每周举行礼拜；教堂拥有一架值得骄傲的管风琴，

还组织了唱诗班，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从教堂里传出赞美诗的吟唱与管风琴的乐声，优雅悦耳；

此外，每年圣诞节来临之际，教堂门前总会高高地矗立着一棵装扮得流光溢彩的圣诞树，傍

晚时分，树上犹如繁星点点，而此时唱诗班正在加紧排练，歌声不时从教堂内飘逸而出。上

完最后一节课，步出教室的我看到这样的情景，每每感到既宽慰又心酸。在孤寂中感受节日

气氛，自是感到慰藉；而对如此“良辰美景”却只能投以匆匆数瞥，就不得不急急地赶去打

工，这又让我心里很不好受。

关东学院的第三道景观则是由一群生龙活虎的棒小伙子演绎的，这就是闻名全日本的校

橄榄球队。校队在每年的全日本大学橄榄球联赛中基本上都能稳进前三甲，甚至夺冠。论橄

榄球的实力，关东学院人可从来都不把早稻田、庆应等名校放在眼里，要是不服，那就比试

比试吧。每一位球队队员都是不折不扣的校园明星，上至校长、下至普通学生，都对他们另



眼相看。每当他们“全身披挂”出现在操场上时，总会引起长时间的围观。有一位师兄曾醋

溜溜地对我说：平时在学校看不到几个美女，可一到校队比赛时，放眼观众席上，关东美女

可尽收眼底矣。我听了只是笑笑，心里却想：关东学院哪有什么美女。倒不是我心存偏见，

只是本校女同学基本上都是横滨本地的小家碧玉，温婉贤淑，平平淡淡，无论举止、装扮都

不张扬，这样的女生给人的感觉似乎千人一面。那位师兄是地道的横滨人，日本人称为“滨

子”，我想他看横滨女性的眼光应该比我准吧。

关东学院大学的橄榄球队最初由美国人一手操持，颇得一些美式打法的真传，它能多年

保持佳绩的最大秘诀即在于此。虽然我对橄榄球并无特殊兴趣，但每次看到校队在联赛中披

荆斩棘，还是感到由衷地骄傲。

二 感受自治

日本在战后实行地方自治，国民的自治精神和意识都比较自觉。我读大学期间，恰逢东

京都和大阪府进行知事选举，结果两位著名笑星胜出。两人都是独立参选，都没有从政经历，

都靠地方选民的支持才得以当选。由此可见日本社会自治已经相当成熟。说这些题外话的目

的在于阐明日本社会的自治背景，否则大家就会对关东学院大学是一个自治单位感到不可思

议。

日本的大学分为国立、公立、私立三种。顾名思义，国立是由国家、公立是由地方公共

团体、私立则是由民间的学校法人兴办的。关东学院大学的学校法人是关东学院。日本《学

校教育法》、《私立学校法》规定：私立大学接受文部科学省管辖，后者根据相关法律裁定学

校法人的资格、决定是否设立私立大学、批准私立大学新设或撤废学科、学位点的请求等。

但官方对私立大学的介入到此为止。学校的日常管理由校长负总责，重大事项则必须经

由教授会通过。校长虽由学校法人任命，但听命于教授会。这种关系由法律加以确立，私立

大学实质上是一个按照教授会意志进行管理的自治体。

自治状态下的校园生活自有其特色，比如对于大多数关东学院大学的学生而言，来自文

部大臣的两封贺信就是在学期间收到的全部官方信息。这两封信相隔 4年，前一封致全体新

生，后一封致全体毕业生，分别在入学、毕业典礼上由主持人宣读。

在中国学生看来，或许这件事最不可思议：大多数在校学生不认识校长。之所以如此，

原因在于私立大学校长虽然是学校管理的总负责人，却不是学生的领导和精神领袖，双方没

有刻意接触的必要。一般学生见到校长的机会是两次，分别在入学与毕业典礼上。即便在这

种场合，校长致辞的时间也不会超过 10分钟，不过应应景、完成一道程序罢了。

学生与教授的关系恰成对照。学生但凡想毕业，不和教授打交道是不行的。即便能够应

付所有的课程，最后毕业论文还是要过指导教授这一关。但学生在这种双边关系中是掌握主

动的一方，因为他有选择教授的权利。学生自行选择毕业论文的指导教授，然而一旦关系确

立，就不得无故更改了。如果态度轻率，则很有可能日后自食苦果。例如到了大四时，整天

为求职而疲于奔命，此时如果指导教授特别“关照”，将毕业论文数次退回要求修改，学生

就会苦不堪言。因此为了选择一位合适的指导教授，学生大都在事前认真做了功课，多方打

听本系教授的学问、性格、经历等。

教授给学生上课、解惑，而学籍管理则由学校管理部门的学生课承担，它依据学籍条例

进行管理。学生如果出现不按时缴纳学费、无故长期旷课、缺考、考试作弊、成绩不达毕业

标准等情况时，学生课就会出面与学生本人及其担保人沟通，协商解决办法。处分是最后的

手段，不到万不得已一般不会使用。

宽松的管理、并不沉重的学业，使大学生们优游自在，处处显得游刃有余。为了多交朋



友，更好地打发课余时间，学生们组织了各种名目繁多的社团。一个日本学生如果不加入社

团，就意味着在学校里没有朋友。对于大多数社团而言，加入者多多益善，但一般公开在校

内张贴募集启事的不多，因为这有点失面子。比较多见的是在每年新生入学之际，各社团派

出自己的帅哥美女，看见新生模样的就主动上前搭话，劝学弟学妹们加入本社团。新生们对

这些师兄师姐也很欢迎，因为几天下来，就算一个社团也不加入，也会通过这种对话了解不

少学校的情况，认识一些人。共同的兴趣爱好是维系社团成员之间的纽带，许多学生在社团

内找到了友谊和爱情。值得一提的是，学生社团与校方不存在任何管理上的关系，是学生自

治的重要实践形式。

有人或许会问：大学校园实行自治，会不会导致秩序发生紊乱？对此我想谈谈自己的亲

身经历。关东学院大学的在校生共有一万一千余人，其中我所在的金泽八景校区就有约八千

名。说来也奇怪，从入学到毕业，除了大门口的几个门卫之外，我从未在校园内见到过一个

保安，也从未听说校内发生过偷盗及其他刑事案件。1995 年奥姆真理教事发后，据说工学

部有一位研究生是该教信徒，受到了牵连。一时众口相传，沸沸扬扬，但后来却也不见下文。

除了治安状况良好外，教学秩序正常，对师道尊严更是维护有加，我在这方面有一次难

忘的经历。大一时我选修了文学，先生上课时非常投入，声情并茂。大概是因为沉浸于自己

所讲授的内容吧，先生喜欢边走边讲。选修文学的人不多，所以在一间小教室上课，如果先

生老是晃来晃去的话，学生要开小差就只能在他眼皮底下，事情就是由此而起的。有一次，

先生按例边走边讲《罗生门》，正当我听得入神时，讲课声嘎然而止。抬眼望去，只见他立

在教室中央，盯着不远处的一个学生，满脸愤怒。沉默片刻后，先生喝令：“拿出来！”该生

虽满脸通红，却纹丝不动。于是先生只得亲自上前从课桌里拽出一本漫画，扔在他面前，喝

道：你竟然在上课时看这种东西，给我滚出去。僵持数秒后，那位同学收拾起东西向门口走

去，这时先生已经退回到讲台处了。我看着那对师生，觉得有点好笑，可接下来发生的事却

让我怎么也笑不出来了。当那位学生即将走到门口时，先生突然发话要他交出“授业票”。

所谓“授业票”是一种由学校统一印制的小纸条，其实就是“点名票”。上课前由老师发下，

学生填上自己的姓名、学号，课后再交还给老师。老师如果有兴致的话，可以根据收上来的

“授业票”，对照着名册统计每位学生的出席率。大家都知道，先生在这种情况下要他交出

“授业票”，当然不是为了保全他的出席率，而是预示着可能会“秋后算账”，在成绩上做文

章。可我看到那位同学双手呈上“授业票”，然后向先生一鞠躬，退出教室，再轻轻把门带

上。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但看看先生，依然余怒未消；再看看周围的日本同学，没有

人显示出异样神情。为什么别人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我却认为不可想象？对此我想了很多。

以上只是我在留学期间对学校自治管理的一点感受，至于这种模式的优劣则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三 学途琐忆

我以一名语言学校“就学生”的身份来到日本，志在考上大学。到日本后没多久，我就

切实感受到“留学生”与“就学生”虽只有一字之差，却在待遇和前途上存在着天壤之别，

这促使我下定决心，尽早考上大学。

除个别情况外，日本大学的新生入学时间是每年 4月，而我是 1990年 9月来到日本的。

语言学校的签证有效期是两年，如果要考大学的话，入国管理局通常会酌情再延长半年。按

照惯例，我如果顺利考取大学的话，应于 1993年 4月入学，在语言学校的时间为两年半。

但当时我一心一意想早日进入大学，这样就必须以一年半的时间从语言学校毕业，从而将大

学入学时间提前整整一年。在最终达成目的这点上我算是成功的，但也确实为此付出了高昂



的代价。事后仔细想想，如果当时自己能够沉住气多当一年“就学生”的话，起码财力能增

厚许多，就能支撑着我再考几所大学，增加选择的余地。

当时还没有互联网，有关各所大学的报考信息主要从语言学校获取，其次就靠同学之间

相互交流了，我就是从同学们的课间闲谈中才知道关东学院大学情况的。国立、公立大学教

学质量高，收费相对低廉，报考只需参加一次留学生统一考试即可，但问题在于学校数量少，

考试内容难，竞争激烈。私立大学中不乏声誉卓著的学府，如早稻田、庆应等，对入学考试

的要求极为严格；但总的来说私立大学数量较多且良莠不齐，集中了二、三流的学校，因此

比较容易考。然而私立大学学费高昂，并且都是单独命题考试，同时应考几所学校的话，真

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折腾得够呛。我经过再三权衡，觉得关东学院大学作为一所综合

性大学还是比较好考的，况且就在横滨，考取后也不用为上学而搬家、重新找工作。

与国立、公立大学相比，私立大学的学费要高出一倍以上。而且前者中拖欠历年学费的

大有人在，但校方在学生毕业前一般都不闻不问；而后者就完全不同了，比如我们学校，只

要学生在新学期开学后没有及时缴纳学费，学生课很快就会找到本人或担保人促其补缴，如

果确认该生及其担保人确实无力缴付，那么学生课就会立即请他暂时停课了。对新生而言，

第一年除学费外还须向学校支付一笔“入学金”，用以支付学校用于新生的额外支出。如果

缴纳的数额和时间都合适，那么学校向新生征收“入学金”的做法原本无可厚非。但是许多

私立大学征收的“入学金”不仅数额大、约为一学期学费的三分之二；而且时间紧，一般在

发出录取通知的两周内就要求缴付，此时距开学还有两三个月，还有很多学校的入学考试尚

未进行，这使拿到入学通知的学生十分为难。不按期缴纳吧，入学资格作废，这总是可惜的，

况且能否通过他校的入学考试也说不准；老老实实交了吧，一旦考取更中意的学校，这笔钱

就算白白送人了。“入学金”就这样被许多私立大学搞成了挟制学生、确保生源的工具，颇

有点像中国古代绿林好汉上山入伙时呈递的“投名状”。我在第一年总共向学校支付了 105

万日元，其中入学金 25万日元，于 1991年 12月底缴纳；第一学期学费 38万日元，于 1992

年 3月底缴纳；第二学期学费 42万日元，于 9月上旬缴纳。从大二开始，入学金不用缴了，

学费每年基本上还是 80万日元。因为成绩较佳，我从大二开始一直到大四每年学费减半，

外加奖学金，因此后三年等于没有缴过学费。但我心里仍然对学校愤愤不平：一是无论学费

减半、还是奖学金，都来自日本政府，并非来自学校；二是在刚入学的最困难时刻，学校装

聋作哑，不向留学生提供任何实质性帮助。

日本各私立大学的入学考试从每年 12月延续至次年 3月，由各校单独命题，难易程度

各异。其间还举行由国家出题的国立、公立大学统一入学考试。各校的留学生入学考试也在

这段时间举行，依然是私立大学单独出题，国立、公立大学有统一的留学生考试。外国人报

考日本的大学，一般需要先通过日本语能力一级考试，否则所有的国立、公立大学及大部分

私立大学都不会接受报名。我是在 1991年 12月 7日参加的日本语能力一级考试，两个多星

期后成绩公布，我才带着成绩单和其他报名材料来到关东学院报名参加留学生入学考试。我

报考的是经济学部，考试科目有日语、英语，其中日语分为笔试和口试两场，英语只有笔试

一场。日语笔试的内容是一篇限定最低字数的论文，口试就是回答一些常识性问题；再加上

日本语一级考试的成绩，考生的日语水平即可见分晓；英语考些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反正

不难。考试科目因报考学科不同而有所差异，例如工学部不考英语，却考数学和物理；而报

考关东学院传统优势学科——英美文学的考生却发现英语试题很难。有的名牌私立大学还要

考生提供留学生统一考试的成绩，关东学院是不需要的。我们那年考生不多，考试结果 3

天后就知道了。经济学部的经济和经营学科录取人数最多，工学部的情况也还可以，其他学

科就不太理想了。

入学考试通过后，就是 4年的学习生活了。作为经济学部经济学科的学生，我需要修满

128 个学分（日语称“单位”）才能毕业。这 128 个学分可分解为 35 至 40 门课程，再加一



篇毕业论文。毕业时我的学分是 144个，还算不错。课程分为三类：必修、选修、选择必修。

日本同学的必修课包括英语和体育，留学生与之相同的只有体育，其余为日语和介绍日本国

情的“日本事情”。日本学生与留学生只在必修课上有差别，其余完全相同。选修课主要是

“一般教养”科目，包括文学、哲学、宗教、历史等，随意选择，只要攒满规定的学分就行

了。选择必修课分为专业和第二外国语，其中专业课是大头。所谓“选择必修”实际上就是

在小范围内选修，可因人而选，也可因课而选。比如经济理论是经济学科学生的三大必修课

之一（其余两门为经济政策、经济史），其中既有讲授西方理论的经济学，也有讲授《资本

论》的“经济原论”，学生无论选哪一门都可以。此外，同一门课程的任课教师并非一成不

变，如果学生不喜欢今年的老师，那么可以等到下一年再选修。

选修课我读得比较轻松，成绩也不错；选择必修课中我读得最苦的是计量经济学，虽然

成绩是“优”，但这 4个学分确实拿得艰辛。我所有课程中成绩最差的是必修课中的一门体

育理论，仅为“可”（即“及格”）。相对于其他课程来说，必修课无疑最重要，但课程设置

却往往不尽如人意。那时学生们对体育课意见最大。学校规定第一学年必须修完 4门体育课，

每学期 1门体育实技、1门体育理论，每周各两个课时。可笑的是，每门体育课竟然只有 1

个学分，这在学校设置的课程中可谓绝无仅有。

体育实技就是让学生们进行一些体育活动，教师根据出席情况给分。我的两门实技课分

别是棒球和乒乓。我对于棒球完全是门外汉，连起码的规则都一窍不通，可学校根据学号分

班，我也没有办法。记得有一次我一棒将球击出去很远，老师只能默不作声地跑去捡回来了。

上乒乓球课的时候我颇有点“黔之驴”的味道，起初日本同学觉得我既然是中国人，乒乓球

就一定很“上手”（日语，表示“好”的意思），因此不大敢和我打。一来二去后，他们看出

我的球技其实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要差，便不大把我放在眼里了。结果这两门课我居然都

得了“优”。与实技不同，体育理论课是坐而论道的。内容味同嚼蜡不说，还既要看出席率，

又得考试，辛辛苦苦一学期，最后只得 1分，因此势必引起大家“公愤”。任课老师对学生

们的心态了如指掌，但反应各不相同。一年级第二学期的儿玉先生就“冒天下之大不韪”，

让学生们饱尝滋味。体育理论是有一百多人上的大课，一般大课不点名，但儿玉先生每次都

不厌其烦地发下一百多张“授业票”，课后再如数回收；他将自己的著书作为课堂教材，劝

学生们购买，称考试内容都在书里，结果不少人果真买了，我也是其中之一。大家翻了一下，

发现儿玉先生的著作更像一本生理卫生教材，而他在上课时几乎完全不按照教材讲课。有一

次他说中国人体育比日本人强的原因在于中国菜的油多，中国人从小吃大量的油水长大，身

体素质自然比日本人强，话音未落即引起了在座中国留学生的哄笑。比哄笑更让他生气的是

开小差，认真听课的几乎没有。由于开小差的人太多，法不责众，儿玉先生做不到像文学课

老师那样当场发飚，他只有等到考试的时候才能教训那些不听话的学生。临近期末的时候，

儿玉先生宣布将进行闭卷考试，复习范围就是那本书，这已经给了学生们当头一棒。考卷发

下来后，大家只觉得头胀：又是选择题，又是计算题，又是论述题，还加一篇小论文。当考

试成绩在张贴栏公布后，大家吃惊地看到在“不可”（即“不及格”）一栏里竟然列着二十来

个学号。必修课开了红灯是件很麻烦的事，必须重修，直到及格为止，否则不能毕业。为了

1个学分，二十来个学生不得不两次看儿玉先生的脸色，是否有人看过他 3次脸色，我就不

知道了。

四 同学之间

这里主要叙述发生在留学生之间的故事。在本科生阶段，外国留学生若非某学生社团的

活跃份子，一般无缘与日本同学之间建立比较密切的关系。据我的观察，即便是日本学生之

间，也罕有通过课堂成为好朋友的。外国留学生通常不参加各种学生社团，有的即便加入了，



也难免虎头蛇尾的结局。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二：主要是经济问题，其次与日本人的性情

有关。

就读于关东学院大学的外国留学生绝大多数为来自于东亚地区的自费生，经济状况普遍

比较窘迫。对于他们而言，打工的重要性仅次于学习；而参加社团活动除了耗费时间外，还

得自己贴钱，因此令大多数留学生望而却步。此外，即便对于极少数有钱、有闲、而且还有

心加入学生社团的留学生来说，也很难与社团内的氛围融合，容易被边缘化。问题倒并不在

于日本学生有意排外，而是彼此间的差距让双方都觉得不自在。普通日本学生既非国际主义

者，亦非民族主义者；在他们看来，外国留学生本身已属“另类”，而且有些话跟对方既说

不明白，也解释不清。既然如此，敬而远之总不失为上策。只是这样一来，使留学生顿感落

寞，也容易招致误解。

虽说与日本同学走得比较远，但留学生彼此间的关系却非常紧密。这种关系是留学生们

在相同处境下形成的，互相帮助中夹杂着勾心斗角，在多数情况下并不意味着亲密。1992

年 4 月我入学时，关东学院大学的留学生总数尚不足 150 名（此后数年间急剧上升，1997

年前后达到最高峰，约 300 人），包括分布于各专业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中国大陆

学生约占留学生总数的 60%，人数最多；第二位是来自台湾地区的留学生，约占总数的 20%；

韩国学生与马来西亚学生的人数差不多，分别占据第三、第四位，其中马来西亚留学生都是

华人子弟；其余留学生分别来自越南、缅甸、孟加拉、印度，人数很少。此外，学校里还有

来自英美的交换留学生，他们在校时间较短（一般为数月），显得特立独行。

中国大陆、台湾，加上马来西亚的华人学生构成了留学生的主体，每逢留学生举行活动

时，说中文的学生基本上包揽了大小事情。学校有一个留学生自治团体——“留学生同好会”，

实际是由校方设立的，并得到自治体以及国家教育行政单位的资助。这个类似于学生会的组

织虽从不强求留学生参加活动，但由于掌握着一部分经费和机会，加之可以优先获知奖学金

的信息，因此也属“兵家必争之地”。华人学生既占多数，把持“同好会”也是必然之事。

会长、干事之类的职位就由大陆、台湾学生“瓜分”了。这种情况引起了韩国留学生的不满，

他们指出学校拨给留学生的资源和机会理应人人均等，现在中国大陆、台湾学生操纵着“同

好会”，马来西亚学生跟着“利益均沾”，韩国人就没了出头之日。学校分管留学生事务的一

些教职员从管理的角度出发，也不希望看到华人独大的局面，因此在暗中给韩国人打气。

但韩国学生的努力最终落了空。原因再简单不过：势单力孤。“留学生同好会”的“学

生干部”是由留学生们一人一票选举产生的，韩国人无论怎样不满，都不可能在选举中占上

风。而分管老师即便对选举情况再有想法，也从来都是接受既成事实，不会去设法插手、操

纵选举。他们给与韩国学生的只能是一些精神鼓励和安慰。眼看无法扭转局面，韩国学生便

转而实行抵制，不参加“同好会”举办的任何活动，这一招的效果适得其反：其他留学生对

此毫不在乎，反而得罪了不希望学生之间公开闹意见的分管老师。

虽然韩国同学对华人学生在留学生社团中占据优势表示不服，但个人之间交往时还是很

客气的。比如我曾经和一位经营学部的韩国留学生一起选修过一个讲座，除了我们两人外，

其余都是日本学生。现在回想起来，虽然我和那位韩国朋友之间也没什么特别的交情，但每

次上课见面时总得打个招呼，寒暄两句。这大概是因为我们都是外国人的缘故吧。

作为两个群体而言，中国大陆与台湾留学生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1990 年以前，来自

台湾的留学生人数远高于来自大陆的留学生；在许多日本的大学校园内，台湾人是风头最健

的留学生群体。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有不少台湾学生认为自己的言行代表着中国人的形象，

所以于行为举止方面比较注意。1990 年以后，大陆留学生大批来日，很快就成为外国留学

生中最大的一群，“颠覆”了台湾学生在许多大学留学生社团中的领导地位。以关东学院大

学为例，“留学生同好会”创建于 80 年代中叶，1992 年以前的历任会长、骨干分子都是台

湾人。从 1992 年起，大陆留学生的人数开始大增，当年举行的“同好会”选举中，台湾籍



的会长和干事全部落选，改由大陆学生担任。在以后的数届“同好会”中，台湾同学虽然也

担任一些其他职务，但会长却始终由大陆学生担任。对这种情况，多数台湾同学是不满意的。

造成双方隔阂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不少台湾学生感到在经济上遭受大陆的打压。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日台断交；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原则上不向台湾留学生提供奖学金

之类的资助，这就对台湾学生的经济状况造成了很大的打击。在大陆留学生比较稀少的年代，

通过其他渠道获取资助还比较容易；而现在则困难多了。就我身边的那些台湾同学而言，虽

然有的家境比较富裕、可以负担高昂的学费与生活费；但多数为寻常人家出身，仅靠家庭的

资助是比较吃力的。实际上，课余打工的台湾留学生不在少数。原本大家都不容易，但一些

台湾同学却将自己遭受的艰辛归咎于大陆同学，这在我看来实在有失公正。

此外，虽然海峡两岸同为中国人，但长期的阻断使双方在性情、习惯、思维方式上产生

了很大的差别，彼此都很有些看不惯对方。在我读书的时候，学校的台湾同学有一阵对大陆

同学意见很大，指责对方“霸道”，扬言要与韩国同学一起另组织一个学生会，与大陆学生

占主体的“同好会”一刀两断。虽然有一些老师在感情上比较倾向于台湾同学，但校方不愿

意看到事情闹僵，出面做了一些调解工作，大家的关系才逐渐有所缓和。

相对而言，中国大陆同学之间的关系是最复杂的。这是因为大家的处境、诉求基本相同、

而机会却不可能人人均沾的缘故。大家一方面互相帮助，然而在机遇降临之际也会耍些小手

腕。尤其在一些重要的奖学金名额面前，同学间的情谊往往会变得很脆弱。对于外国留学生

来说，最重要的奖学金莫过于文部省颁发的“国费”奖学金。这项奖学金待遇优厚：除免除

学费外，还按照日本的标准提供足额生活费；此外另有每年用于在日本国内考察的经费及回

国探亲的旅费。“国费”奖学金的名额按照留学生人数的多寡产生，关东学院大学一般是两

名。虽然“国费”奖学金名义上是由文部省根据申请人的学习成绩加以决定，但实际上真正

起决定作用的是学校分管留学生事务的老师。因为留学生只有通过学校才能提出申请，而且

还得先由校方进行初审，而整个过程并不透明。在成绩差不多的情况下，与老师关系好的同

学总是最有机会获得，大家对此也习以为常。但在我毕业那年，却因为“国费”奖学金的人

选问题闹了一场风波。

1995年，文部省给了关东学院大学本科 4年级的外国留学生一个“国费”奖学金名额，

成绩优秀、且毕业后有志于深造者优先考虑。从 3月份开始申请，一直到 10月底校方还未

公布最终获得奖学金的人选。眼看明年 3月份就要毕业了，那个“幸运儿”已经不声不响地

领取了大半年的“国费”奖学金，大家却仍不识其“庐山真面目”。一些申请者到分管老师

那里去问个究竟，谜底方才揭晓，原来是一位来自上海的经济学部留学生获得了“国费”奖

学金。消息一传开就犹如炸了锅一般，群情激愤，尤以经济学部和工学部的大陆留学生为甚。

其他学部的留学生至多只是对校方迟迟不公开人选表示不满、怀疑其中有猫腻；而经济学部、

工学部的大陆留学生却已是“义愤填膺”了。这倒也情有可原：工学部的学费比较高，课程

也比较难，重大奖学金历来是向其倾斜的；经济学部的同学感到气愤则是因为他们认为此人

成绩并不算最好，之所以拿到“国费”纯粹是拍老师马屁的结果。

我和这位幸运的同学从语言学校时代起就是朋友了。我们既是同乡，年纪也一样；我们

还都曾在对方找不到工作时伸出过援手，将其介绍到自己打工的地方，“有饭同吃”。这种关

系大概也算得上是患难之交了。我曾经当面问过他是否已经获奖，得到的回答是断然否认。

现在真相大白，彼此不免有些尴尬。当经济学部的其他两位上海同学找到我，要我和大家一

起联名向校长反映这件事的时候，我当即表示拒绝。我告诉他们，这样做是站不住脚的。首

先，这位同学的成绩的确比较优秀。虽然他确实不算最优秀，但也没有一个人的成绩是大家

公认为最优秀的。其次，和老师关系融洽是好事，不能算作一条“罪名”。听了我的话后，

两人没说什么，也没再勉强我。但一些留学生还是向校长提出了申诉，严厉指责分管老师和

那位上海同学，要求重新评定“国费”奖学金的人选。结果自然是不了了之。



4年的留学生活，使我掌握了专业知识，增长了见闻，丰富了社会阅历。现在回顾这段

往事，一方面不禁感慨岁月无情，同时再次深切体会到留学对我人生产生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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